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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Charles C. Fries是美国结构语言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语言交际理论和信号意义阐释对双语词典文化信息
的设置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以 Fries的语言理论为指导，探讨了双语词典文化信息设置的必要性，作者认为文化信息
的有效渗透有利于发挥双语词典的文化交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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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Charles C. Fries 是本世纪美国语言学界的著名人物，
他和 Bloomfield、Sapir一起被认为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
的代表人物。虽然他当时被排除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流
之外，但他独辟蹊径，提出了有别于当时其他结构主义语言
学家的观点和研究方法。与 Bloomfield相比，Fries更加关注
语言在真实语言交际中所传达的意义和功能。他倡导的语
言交际观和对信号意义的阐述是其语言理论的核心部分，
对双语词典文化信息的处理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Fries在
语言研究中前瞻性的“大数据”视角和研究方法，也为双语
词典编撰的途径提供了理据。本文拟从双语词典研究中的
文化功能交际视角对 Fries 的语言学理论进行审视，力图展
现对其理论核心的认知与理解。
2. 国内对 Fries研究的综述及其语言学理论
杨信彰首次于 2000年在《外国语》上发表论文介绍了
Fries的语言交际理论与信号语法，从此拉开国内学者对于
Fries语言理论研究的序幕。刘承宇（2002）继续对 Fries的
信号语法进行阐释，完善学者对于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
的认识。后续对于 Fries的语言理论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理
论对于相关应用型研究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应用方面。陈菁
（2005）将 Fries的语言理论与口译原则结合，阐述其对于口
译实践的启示和指导作用；胡娟、胡勤（2015）探讨 Fries语
言理论中“交际预测”概念，解释其在口译实践中的运用。辛
志英（2008）分析了 Fries的应用语言学理论和模式对于我
国现代外语教学的启示作用；韩存新（2013）详述 Fries的语
言交际意义和意义分层，强调在外语教学中应重视对目的
语和源语社会文化的学习，同时重视对语境中的词语，特别
是词语搭配的教学。陈文革（2012）从 Fries的语境观和语域
观视角，将 Fries的语言理论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结合；纪玉
华、李锡纯（2012）对 Fries 语言学理论所包含的“语言系
统”、“语言学”、“语义”和“语境”四个重要概念进行阐述，分
析 Fries的语言理论中所体现的功能元素，比较其与同时期
其他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的显著不同。周维江、吴建平（2011）
根据 Fries所提倡的语言研究科学性和实证性原则，从审视
与反思的角度论述了 Fries的语言研究方法对于语料库驱
动语言学的启示；钟俊、张丽（2013）以 Fries的语言理论和
研究方法为切入点，分析 Fries使用语料库方法研究语言的
基本原理和标准；樊斌、韩存新（2014）对 Fries语料库语言
学思想及方法进行了客观评述。虽然国内对于 Fries语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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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研究并不多，但从其宏观理论阐释到应用研究启示的
发展来看，对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学界已有较为全面的
认识。学者分别从口译实践、外语教学、系统功能语言学、语
料库语言学这四个方面对 Fries的语言理论和语言研究方
法于应用研究的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展开讨论。可见，Fries
的确是“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应用语言学家”（辛志英，
2008: 15），本文结合双语词典研究，关注 Fries的语言交际
理论和信号意义阐释，论证其对于双语词典文化交际和文
化信息设置的启示意义。
Fries语言观的核心是把语言看作传递意义的工具。他
认为所有的语言都和意义有关，语言是掌握、理解、使用和
交流意义的工具（Fries, C.C., 1963: 99）。为了更加直观地解
释意义的内涵和交际过程，Fries使用了意义交际图示：
S → r → s → R
Fries利用该图示分析了言语行为（speech acts），意义
（meaning）和语言（language）三者与语言意义和交际过程之
间的关系。图示的两端分别是大写 S与小写 R。S代表对说
话人 A的实际刺激，R代表对听话人 B造成的实际反应。
中间的小写 r与 s体现的是 A对 B的言语行为。交际的过
程呈线性模式：r代表 A经过 S刺激对自身造成的实际反
应，这种反应对 B形成刺激 s，而这种刺激造成 B的实际反
应 R。要保证线性模式的流畅性，即交际的有效进行，说话
人 A必须事先预测到他所发出的语音会对听话人 B造成
什么样的刺激，达到 A预期的效果，引起 B的“合作性”反
应。“预言”（prediction）成为 A与 B交际过程的关键（Fries
C.C., 1985）。“说话人能选择特定的声音，因为他知道这些
声音所预言的社会反应”（杨信彰，2000: 42）。A向 B传达
信息的过程构成言语行为。当这种言语行为传递了在具体
使用情境中被 A和 B共知与辨识的刺激——反应信号，语
言意义和交际过程得以实现与完成。
Fries与同时期主流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的不同之处，就
在于他关注意义，并跳出意义的桎梏，从语言信号执行的社
会功能看待意义（Fries C.C., 1954: 63）。对于意义的关注，
还体现在 Fries对于“语境确定”（Contextual Orientation）的
关注上。结合上述 Fries的意义交际图示，我们了解了意义
交际的过程及成为意义符号的两个必要条件：符合某种重
现模式并被共知与辨识的信号；与交际双方反复出现的实
际语境相符的并被掌握的一套可以引发可预测性反应的信
号。意义的信号，即由重复性语音系列的模式构成。模式的
层次不同，所传递的意义也不同。Fries将意义分为三层：词
汇项目意义、语法结构意义和社会文化意义（Fries, C.C.,
1963）。Fries自建语料库，强调语料收集的真实性，运用大
量代表性例证对上述三层意义的区别性特征作了说明。词
汇项目意义由音素的对比性特征或词汇在不同的语境特征
中体现；语法结构意义由前述词汇项目的对比排列和形式
体现（杨信彰，2000: 44）；社会文化意义是指在语言社区
内，对一种或某个特别话语或话语的重复性反应（辛志英，
2008:41），即由共同的经验构建。词汇项目意义和语法结构
意义组成语言意义，语言意义和社会文化意义共筑话语的
完整意义。
3. Fries的语言交际观和信号意义理论与双语词典文
化信息设置的对接
在词典编撰实践经历了编者中心范式——词典文本中
心范式——用户中心范式——编用对话范式的发展过程之
后，词典编纂实践及研究逐渐成熟。从 Barnhant的词典用
户调查，到Wiegand关于建立“词典用户社会学”的构想，到
Hartmamn的“用户视角”理念，再到交际词典学和认知词典
学和建立，词典研究得到纵深拓展，词典学理论也日臻完
善。交际词典学理论认为：“词典是词典编者和词典用户之
间进行信息交流和传输的信息系统，词典使用是词典编者
和词典用户之间以词典为媒质的一种间接交际过程”（曹杰
旺、罗思明，2005：33）。“词典交际是书面交际，因而是以书
面语的出现和存在为前提的”（雍和明，2003:178）。认知词
典学理论关注在词典设计、编撰、使用和评估过程中所涉及
到的认知因素，探求词典用户的心理活动和规律。无论是交
际词典学视角还是认知词典学视角，词典使用都被视为语
言交际过程，词典编撰及研究要“以人为本”，要充分考虑用
户的需求和心理因素。不管是词典宏观外部结构，还是微观
内部结构，词典编者要使用“符合某种重现模式并被共知与
辨识的信号”及“与交际双方反复出现的实际语境相符的并
被掌握的一套可以引发可预测性反应的信号”才能保证这
一特殊语言交际过程的顺利进行。
双语词典涉及两种语言符号系统，它是两种文化和语
言的一种综合体现。（吴建平，1996：149）双语词典编者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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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任务就是通过词典的宏观和微观结构，用书面符号的形
式反映两种文化和语言，传递语言意义和社会文化意义。双
语词典被看作是编用之间的跨文化交际系统，主要为“编
码”和解码“目的”而编撰（吴建平，1996：178）。所以我们可
以从 Fries信号意义的分层得到对双语词典中文化信息处
理的启示：词汇项目意义和语法结构意义只是双语词典所
呈现的话语意义的一部分，如果词典编者只满足于传达前
述两项构成的语言意义，忽视社会文化意义的传达，那么他
的翻译对于双语词典的意义传递功能来说是不完整的。“如
果外语教学的根本目的或目标是达成不同语言背景的人们
之间尽可能完整的理解，那么通达另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生
活就是实际语言学习中各个阶段的基本特征，而不是语言
学习过程的附赘物——主旨之外异质的、视情形可增可删
的东西”（Fries, C.C., 1955: 4）。因此在双语词典中提供文化
信息具有重要的意义。双语词典在编撰所体现的“简单定
义”、“两套语言符号系统的对应或对立性质”、“独特的对立
性两维视角”对外语学习起着积极作用，双语词典能够帮助
减少跨文化交际失误、翻译失误和理解失误（王馥芳、陆谷
孙，2005）。
按照双语词典中语言符号的对译要兼顾其概念义
（conceptual meaning）、附加义（additional meaning）、文化义
（cultural meaning）、结构义（structural meaning）和语用义
（pragmatic meaning）的完整对译模式来看，意义相等的对应
词几乎是不存在的，要想实现相对的对等，就要借助各种辅
助手段，比如补充释义或进行文化注释等来实现这个目标。
（吴建平，2009）根据 Fries的观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
论：双语词典除了处理词汇意义和语法结构意义之外，还应
该依据词典的规模、目的等为学习者提供相应的文化信息，
提供语言使用的具体语境。有经验、有远见的双语词典编者
应该总是从读者的角度出发，不仅要在帮助读者正确理解
词汇语义内容方面下功夫，更要在读者的需要方面体现人
文关怀（辛红娟，2005：55）。通过词典编撰者的精心设计，用
户在对意义的求知与探索中，自主生成得体运用语言文化
的能力。有着“无言之师”美誉的双语词典应该充分调动词
典用户对于文化的意识，形成文化自觉。
既然文化信息在双语词典中扮演者如此重要的角色，
那么该如何在双语词典中设置这部分信息？这需要和双语
词典的编纂宗旨、规模、特色等因素结合起来，不能一概而
论。如由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写并出版的《新英汉词典：世纪
版》（2000）以及北京语言学院汉英词典组编撰的《简明汉英
词典》（商务印书馆，1982）三本词典就分属大、中、小不同规
模，在收词和义项上就体现出了各自的特色。词典用户母语
背景的不同，双语普通词典与双语专科词典的差异都会对
双语词典的编撰起着宏观作用，从而决定双语词典的文化
信息设置方式。由于双语词典受到篇幅限制，无法详细介绍
跨文化交际知识，往往利用立目、释义、例证、熟语、语用文
化信息和词源等途径简略介绍文化背景知识。文化注释、插
图、语言说明、语用评论和用法说明及附录部分也都是提供
跨文化信息的理想途径，词典编撰者也应给予充足的重视。
Fries科学、严谨的语言研究方法也适用于双语词典的
编撰。Fries自建语料库，强调语料收集的真实性和语料分
析的代表性，并使用词频法计算和分析语料，采用实证的方
法对语言进行研究。双语词典编撰的核心是对应词的选取，
双语平行语料库中丰富的翻译对等词资源，有助于词典编
撰者在语料库所提供的语境中考察并确立对等词，让编撰
者在真实、具体的语境中更加直观、敏锐地捕捉文化信息差
异，从而更加关注双语词典文化信息的设置，实现文化局限
词、词典配例、词典立目与词语搭配等微观结构布局所体现
的文化信息传递。商务印书馆于 2004年出版了《新时代英
汉大词典》，该词典的编纂就立足于自建的语料库，力图让
用户在真实语境中，结合词典本身所提供的文化信息，掌握
意义及用法。当然，我国目前的双语平行语料库建设虽呈一
定的态势，且具有一定的规模，但以服务语言研究为主，对
于满足双语词典编撰的需求来说还不够成熟。因此，加强开
发与建设服务双语词典编撰的双语平行语料库成为词典编
撰者目前所面临的要务。
4. 结语
综上所述，Fries的语言交际观和信号意义理论特别强
调语言的交际工具功能，重视语言的社会文化意义，这对双
语词典研究的理论贡献是很大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能
否向外语学习者提供获取社会文化信息是双语词典质量保
证的关键。词典编者精心构思，设置各种途径向学习者传递
语言文化的信息，做好词典中社会文化信息的编撰，发挥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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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词典作为外语学习的“补充性手段”的作用，让学习者在
掌握语法规范的外语的同时，能够恰当地表达思想，进行有
效的语言交际与跨文化交际。此外，双语词典研究者应加强
对 Fries语言思想的细致研究和探索，以期能充分利用其系
统的理论来指导今后的双语词典研究与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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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C. Fries’Linguistic Theory and Design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in Bilingual
Dictionary
Abstract: Charles C. Fries’theory of language communication and profound interpretation of signal meaning make him
unique among his other contemporary linguist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Fries’linguistic theory and illustrate the necessity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designing in bilingual diction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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